由公式（5）可知，当增加的收入分配给高收入者时，总消费C增加β1ΔY1；反之当增加收入分配给低收入者时，则总消费C的增量为β2ΔY2。因为β1<β2，所以β1ΔY1<β2ΔY2。这说明同一收入增量分配给不同的收入群体，导致总消费的增加效应不同。分配给低收入群体产生的消费增加效应要大于高收入群体，这正是凯恩斯提出所谓的“劫富济贫”式再分配的理论基础。

　　四、收入不平等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1.实证模型的设定。本文将采用动态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和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1985-2011年期间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在建立实证模型之前，首先参照国发[2000]33号文件标准将中国31个省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然后构建区分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的地区虚拟变量，为了避免虚拟变量陷阱，三大地区只需设置两个虚拟变量d1和d2即可，且假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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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本文拟分别建立以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的自然对数和消费习惯为解释变量的个体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来估算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其中用变截距来反应不同省份城乡居民消费之间的异质性，即允许每个省份都有特定的个体截距。模型的具体形式如下公式（8）和（9）：

　　首先，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镇居民消费的计量模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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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镇居民消费的计量模型（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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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i和t分别表示个体和时期。Lncsc和Lncsr分别为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自然对数，滞后变量Lncscit-j和Lncsrit-j分别为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习惯的代理变量，户为最大之后阶数，Lnyc和Lnyr分别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自然对数。由于实证分析时，如果模型遗漏了重要的解释变量，则估计的结论将会大打折扣，因此，本文将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纯收入）的自然对数和城乡居民消费习惯分别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实证模型（8）和（9）之中。Ui为个体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且满足E（εit）＝0，[image: image4]
　　本文用地区虚拟变量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交互项的级差系数β2和β3分别表示中部和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与东部地区的差异。其中，系数β1、β1+β2和β1+β3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如果大于零，则表示该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低于最优收入差距，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正相关，反之，则表示该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于最优收入差距，收入差距与居民消费负相关。从理论上来说，模型（8）和模型（9）中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应该相同。

　　2.数据来源和说明。上述实证模型（8）和（9）的数据涵盖了中国除重庆和西藏之外的29个省、市、自治区，时间跨度为1985-2011年。本文所有基础数据均来自《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库。因为考虑各个省份在1985-2011年间均先后经历了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期，为了增加和确保实证检验结果的可信度，模型中所有变量统一利用价格指数进行平减（1985年＝100）。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分别利用各省份的城镇与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采用各省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并对所有变量一律取自然对数，进一步增加数据的平稳性。

　　3.模型检验与估计结果分析。由于模型（8）和模型（9）中的解释变量中包含了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以及其他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通常的OLS估计将是有偏误的。为此本文采用Arellano&Bond（1991）提出的GMM估计方法，该方法能有效克服估计中回归元的内生性问题。然而在使用GMM估计时，除了要求有效工具变量的选取与残差项不存在相关性之外，还要求原模型一阶差分后的残差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本文首先通过比较不同滞后阶数估算结果的Arellano&Bond二阶残差自相关检验，确定模型（8）和（9）中包含城镇与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自然对数的最大滞后阶数均为1，然后采用两步（Two-step）GMM-DIFF对模型（8）和（9）分别进行估计，具体的估计结果如表2和表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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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的估计结果分析。首先，Sargan test检验说明模型（8）估计时的工具变量选取是有效的，AR（2）表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也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这说明本文的检验结果是可信的。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t检验。其中，小为0.0549，β1+β2等于00.0214，β1+β3等于-0.0980，也显著小于零，即表示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城镇居民消费负相关。根据系数估计结果，本文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三大地区对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挤入城镇居民消费，而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挤出城镇居民消费，并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中部和西部地区对城镇居民消费挤出效应的幅度也不尽相同。从系数的估计值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西部地区对城镇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相对较大。根据本文以上部分的理论分析和检验假设，不仅说明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城镇居民消费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区效应，而且不同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最优收入差距的偏离情况也不一样，其中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于最优收入差距，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于最优收入差距。三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习惯是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消费习惯和城镇居民消费显著正相关，说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具有刚性增长的特点。其中，城镇居民当前消费支出每增加1%，下一年其消费支出平均大约会增加0.0233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城镇居民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系数值为0.7320，说明长期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其消费支出平均增加0.7320%。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估计结果分析。首先，Sargan test检验说明模型（9）估计时的工具变量选取是有效的，AR（2）表明一阶差分后的残差也不存在二阶自相关，这说明本文的检验结果是可信的。其次，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通过了t检验。其中，一是β1为0.0481，即说明在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正相关。二是β1+β2等于-0.1293，显著小于零，即说明在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农村居民消费负相关。三是β1+β3等于-0.2186，现模型（8）系数估计值的符号和模型（9）完全相同，所表明的实证意义一般无二。这与本文的理论预期完全一致，则进一步说明了我国不同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最优收入差距的偏离情况不一样，其中东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小于最优收入差距，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于最优收入差距。第三，农村居民纯收入和消费习惯是影响农村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消费习惯和农村居民消费显著正相关，说明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具有刚性增长的特点。其中，农村居民当前消费支出每增加1%，下一年其消费支出平均大约会增加0.1348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的长期消费弹性系数值为0.6504，说明长期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每增加1%，其消费支出平均增加0.6504个百分点。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为了从地区差异视角考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其消费需求的影响效应，并由此进而判断各个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究竟是偏大抑或过小，我们利用1985-2011年中国除重庆和西藏之外29个省、市、自治区的经验数据，通过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与采用GMM估计方法实证估计了三大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其消费需求的影响，结果发现：一是在东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其消费需求正相关，其中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反应幅度基本相同，说明目前我国东部各省份的城乡居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不是偏大，甚至小于理论中的最优收入差距。二是在中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其消费需求负相关。其中因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值大于城镇居民消费的影响系数值，因此，缩小中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能够增加其城乡居民消费需求，而且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激励效果会更好。三是在西部地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其消费需求负相关，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农村居民消费的抑制作用最为明显，这是因为西部地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2011年西部地区城乡居民平均收入差距为3.4874，多数省份接近于4。

　　本文的研究结论首先可以用于重新反思与全面评价中国以往的再分配政策实践。近年来，我国为了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拉动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收入分配调整政策，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反而伴随经济发展呈现出不断拉大的反常态势。根据本文的实证结果可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性，以及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不尽相同，因而实施全国一统的再分配政策就会导致政策缺乏针对性。实际上只有在中西部等欠发达地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才最能有效促进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显著增加。因此，政府制定收入分配调整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及其经济发展水平，否则就会导致再分配政策的总体效率偏低而且其调控效果甚至有可能背离当初的政策初衷。

　　其次，国家在运用财税、金融以及信贷等政策手段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时，应根据所在地区采用不同的做法。其中，在东部地区更多的在于预调和微调，主要实施一些渐进式的调节手段，政策作用的重点在于如何促进城乡居民收入的快速增加。同时应将缩小收入差距的收入分配政策作用方向置于西部和中部地区，特别是欠发达的西部地区。

　　第三，收入分配政策调整的重点或着力点在于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政府应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以及向农村居民提供和城镇居民基本均等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一方面，加大农村地区和农村居民的转移支付力度，中央财政继续加大对农村居民收入的直接支持和适当提高各种补贴标准，以及扩大补贴覆盖范围，从而让公共财政的阳光真正沐浴广大的农村居民。另一方面，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带来的差异化国民收入再分配制度，尽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消除农村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让农村居民真正做到敢于消费放心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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